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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5 

介绍执行主任关于科学与政策衔接的报告 

关于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学与政策衔接的第 4/23 号

决议的执行进展 

  秘书处的说明 

1. 在关于不断审查世界环境和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的科学与

政策衔接的第 4/23 号决议中，环境署联合国环境大会请环境署执行主任与会员

国协商，利用相关利益攸关方的贡献，为纪念根据 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在

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建议设立环境署而编写一份关于全球

环境问题上的政策制定投入的提案。 

2. 环境署成立五十周年是一次机会，可借此反思环境署的过去和展望其未

来。环境署长久以来的科学成果清楚表明了倡导环境可持续性的理由。现在，

这门科学需要在一个新的科学与政策衔接的框架内转化为行动。新的衔接必须

利用最新科学以及尖端数字工具和技术来应对当今的环境危机。还必须接触更

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并建立一个透明、灵活和包容的进程。 

3. 环境大会在纪念环境署成立的特别会议上不妨承认，环境署所处的当今

世界与 1972 年的世界大不相同。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三大全球危机

（气候变化、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废物）方面取得的进展没有达到

实现国际商定的环境目标所需的速度和强度。未来 50年将出现一系列干扰情况，

既会提供机遇，也会带来挑战。 

 

* UNEP/EA.S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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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说明附件载有一份关于第 4/23 号决议执行进展的报告，未经正式编辑。

报告题为“反思过去，想象未来：为科学与政策衔接对话提供参考”，就更有

效的科学与政策衔接新模式提出了建议，这种衔接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和经济稳

健性，并有助于实现代际公平，以支持全球环境治理。 

5. 预计该报告将为特别会议上的讨论、特别是高级别领导人对话和多利益

攸关方对话提供参考。预计该报告还将促进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就在重振全球

环境多边主义的背景下加强科学与政策衔接交流意见，从而为联合国秘书长题

为“我们的共同议程”的报告1中概述的总体目标作贡献。 

 

 
1 可查阅 https://www.un.org/en/content/common-agenda-

report/assets/pdf/Common_Agenda_Report_English.pdf。 

https://www.un.org/en/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assets/pdf/Common_Agenda_Report_English.pdf
https://www.un.org/en/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assets/pdf/Common_Agenda_Report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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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反思过去，想象未来： 

为科学与政策衔接对话提供参考 

  前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成立 50周年是一个机会，可借此反思我们取得的

成功和今后面临的挑战。我们首先必须坦率地承认，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应对三大全球危机（气候变化、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废物）方面取

得的进展没有达到实现国际商定的环境目标所需的速度和强度。对未来进行规

划，使我们有机会加快社会、金融和经济转型，以实现这些目标，并确保人人

享有一个健康的地球。 

环境署肩负着为循证环境政策和决定提供参考的使命，因此需要可行的解决方

案。环境署在其整个历史上生产的科学产品清楚表明了采取行动的理由。现在，

这门科学需要转化为可付诸行动的任务，并利用新的科学与政衔接进行部署。

这种衔接必须利用最新科学以及最新数字工具和技术来应对当今的环境危机。

还必须接触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并建立一个透明、灵活和包容的进程。 

这种新的科学与政策衔接必须支持执行工作，并跟踪进展情况。今后还面临重

大挑战，需要各国政府、科学界、民间社会和私营企业共同努力。这项工作的

一项关键内容将是确保妇女、儿童和青年、土著人民和地方有关部门有发言权。 

环境署所处的当今世界与 1972年的世界大不相同。未来五十年将出现一系列干

扰情况，既会提供机遇，也会带来挑战。作为权威的全球环境组织，我们必须

考虑未来的全球趋势，这样我们才能以有效的方式应对和发展。这将确保我们

能够继续在环境问题上进行有效倡导，并继续应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英厄·安诺生 

 

 

* 本附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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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旨 

本文件概述环境署在科学与政策衔接方面的作用，回顾过去取得的成功，并思

考今后的挑战。它还探讨如何在中长期加强环境署在政策制定领域的工作。本

文件借鉴了环境署产品调查的分析和结果，以及最近由联合国公共行政专家委

员会领导的关于制定科学与政策衔接战略指导的协商进程的影响报告、实证文

献和见解。2 

本文件侧重于以下方面：关于更有效的科学与政策衔接新模式的建议；技术的

作用；行为改变；公平；参与加强环境管理。新模式提出了加强科学与政策衔

接以支持全球环境治理的方法。这些新模式将确保各种进程既具有社会现实意

义，又具有经济稳健性，并有助于实现代际公平。本文件还介绍了环境署及其

利益攸关方为保障地球的未来而需要审议的若干问题。 

应将本文件视为纪念环境署成立 50周年、为支持环境署采取的科学与政策衔接

办法进行对话的开始，以及今后几十年与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就科学与政

策衔接办法进行对话的基础。 

  导言 

全球环境治理的历程可以追溯到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

议以及此前的各次科学会议开创了国际合作的新时代。1972 年会议产生的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最先体现了一种理念，这一理念已经变得日益重要，

即环境决策必须首先依靠知情讨论、专家知识和现有的最佳科学信息。20 世纪

70 年代初，全球环境变化和国际环境治理的概念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刚

刚开始了解地球系统，并认识到人类改造地球的程度。 

自环境署成立以来的 50年里，对环境问题背后的科学道理的认识显著扩大了。

然而，仅有科学知识和证据还不足以对日常的个人和集体选择或无害环境的公

共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科学和政策之间仍然存在脱节。联合国秘书长最近的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

明确承认了这种脱节，其中介绍了人类目前面临的严峻而紧迫的选择，并指出

了 21 世纪的集体挑战，这些挑战使多边体系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呼吁建立一个更切合实际的联合国系统，赋予其更突出的科学话语权。秘书长

在报告中呼吁联合国系统进行转型，打造新型联合国，使其能为 21世纪的挑战

提供切合实际的全系统解决办法。这种转型将通过“变革五重奏”来加快落实，

其重点是：数据、分析和传播；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战略前瞻力；行为科学；

业绩和成果导向。在整篇报告中，秘书长呼吁变革，以确保科学和专门知识的

突出话语权，在这方面，政策和预算决定应当有科学的支撑。 

成功的关键：共同创造和自下而上。本文件认为，要使《我们的共同议程》中

设想的网络化多边主义有效和具有包容性，需要进行两项根本变革。第一，在

环境问题上确定优先事项，需要以共同创造（协作）为基础。第二，在决策过

程中需要听取关于地方优先事项的意见。 

 
2 联合国政治和社会事务部。2021 年。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关于科学与政策衔接的战略指导说

明。202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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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发布的 2022-2025 年中期战略带来了突出科学与政策衔接问题的大好机会。

新的中期战略规划了环境署在追求包容而有效的科学与政策衔接方面将采取的

方向；在这种衔接中，科学可以“推动金融、经济和行为向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模式转变，以达到所需的转型速度和规模”。改进变革行动中科学成果的交付、

协调和采用，并填补环境数据差距，是中期战略中概述的关键优先事项。 

  科学与政策衔接和环境署 

科学与政策衔接：定义。本文件借鉴了 Van den Hove3在 2007 年提出并得到普

遍接受的科学与政策衔接的定义： 

科学与政策衔接定义为包含科学家与政策进程中其他行为体之间关系的

社会进程，这些社会进程便于进行交流、共同发展和共同构建知识，目

的是为决策提供更丰富的依据。 

科学与政策衔接已成为环境署过去 50年工作的支柱。它支持环境署努力促进科

学与政策之间联系的多种机制、渠道和工具。环境署在政策制定领域工作的例

证包括（见图 1）：科学报告、政府间评估平台、行为体联盟、宣传运动、联

合国正式协作、国际制度和多边环境协定。 

图 1  

环境署采用的关键科学与政策衔接机制（外环）、核心职能（内环）和取得成

功的四个前提条件。 

 

科学与政策衔接是多层面和多样化的，受到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强烈影响。环境

署的作用之一是澄清复杂的科学问题，以便决策者能够了解这些问题。这需要

针对每种科学与政策衔接的背景灵活调整工作。就所审议的问题而言，这种调
 

3 Van den Hove, S. (2007). A rationale for science–policy interfaces. Futures, 39(7), 80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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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需要考虑与技术和政策有关的问题，而在这方面存在不同的价值观、信念和

观点4。 

全球制度和关键的多边环境协定在确保国际商定目标之间和内部的协调一致以

及确保将证据基础用于政策采纳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它们与政府间小组和一系

列行为体、联盟和专家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以确保科学成果质量最佳且及时

提供，同时采纳不同的知识体系。 

执行和采纳：科学与政策衔接的挑战。有证据表明，政策的采纳与执行之间存

在差距。这已成为实现影响力和产生影响的一个关键问题。应对这一差距需要

新的机制，这种机制要超越对挑战的判断，并认识到科学与决策之间的相互依

存和共同价值5。因此，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集中在科学与政策衔接如何帮助政

策制定和方案制定变得更加侧重于解决方案、更易执行和更加有效，以作出包

容、公平和公正的决定。 

迫切需要交流证据和经验教训。科学与政策衔接理论的其他评论者强调，在能

够利用这种信息来影响关于环境的政策决定结果的个人之间，必须进行富有成

效的证据交流。鉴于环境署的任务和运作背景，一种动态的科学与政策衔接可

以支持关于环境的知情决策，同时还让更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参与推动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进展。 

方框 1：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科学与政策衔接中一项日益切合实际

的举措 

在过去九年中，环境署的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一直强调必须将缓解甲烷问题本身作为一项目

标，因为这将在短期内降低升温程度，并减少地面臭氧对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环境署和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于 2021 年启动了全球甲烷评估，大大加强了这一方面。评估的

重点是需要在 2030 年之前将甲烷排放量减少 45% 。这使得 2021 年期间对甲烷的关注大幅增

加，制定了新的欧洲联盟甲烷战略（欧盟委员会，2020），其中参考了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科

学咨询小组的工作（当时正在建立的全球甲烷评估的初步结果），而且拜登政府的计划也明显

更加重视甲烷问题。欧盟和美国正在推动一项全球甲烷承诺，已有 30 多个国家承诺到 2030 年

减少甲烷排放。欧盟还资助环境署建立一个新的数据驱动、注重行动的国际甲烷排放观察站，

以提高监测工业甲烷排放的能力，并为欧盟和其他各国的甲烷政策提供参考。 

从一开始，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就注重翻译环境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织）原本评估的研

究结果，供影响政策的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决策者使用。这样做是基于一种认识，即减少排放的

大部分权力和责任在于国家层面。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根据 SNAP（支持关于短期气候污染物

的国家行动与规划）倡议开展的活动推动了各国议程发生变化，以纳入缓解短期气候污染物的

问题。由于 SNAP 提供的支持以及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对短期气候污染物的重视，直接促使了

三个国家，即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将黑碳缓解目标纳入其国家自主贡献。重要的是，哥伦

比亚表示，这是对其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承诺所作的补充。在最近的国家自主贡献

中，孟加拉国提到了在 SNAP 倡议支持下制定的国家短期气候污染物计划，表示这是有助于实

现减排的一个重要资源。  

 
4 联合国政治和社会事务部。2021 年。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关于科学与政策衔接的战略指导说

明。2021 年 3 月。 
5 Cvitanovic and Hobday, 2018. Building optimism at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policy-practice 

interface through the study of bright spots. Nature communications, 9(1), p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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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与政策衔接有哪些主要职能？环境署在哪些方面发挥

作用？ 

四种政策制定职能。科学与政策衔接的职能可按四个类别来界定，这可以帮助

各组织对自身进行定位，确定其重点关注的内容。 

鉴于环境署的任务和影响范围，环境署的不同单位或组成部分共同履行所有四

项职能：综合、中介、传播以及在有限程度上生成知识（表 1）。 

有人认为，将这些职能结合起来，需要整合科学、政策制定和公民社会6,7。这

意味着同时接受科学方法和社会价值观作为合法性的来源，即使它们可能提出

相互矛盾的主张。平衡科学与政策衔接中的这种矛盾，即所谓“边界工作”6,7。

鉴于上述职能和定义，本文件认为，就政策制定相关工作而言，环境署属于而

且应被视为一个“边界组织”。 

表 1  

环境署的科学与政策衔接机制和职能 

 职能 

生成 综合 中介 传播 

机制     

科学报告 √ √  √ 

政府间评估平台  √ √ √ 

行为体联盟 √  √ √ 

宣传运动    √ 

联合国协作   √  

国际制度（如多边环

境协定、环境大会） 

  √ √ 

边界组织的一个核心任务是保护科学的完整性不受政治影响，同时也保护来自

潜在技术官僚的基于价值观的意见和建议8。联合国秘书长在《我们的共同议

程》中的表述进一步支持了这一任务：“现在是时候捍卫围绕事实、科学和知

识达成有实证依据的共识，消除困扰我们这个世界的‘信息疫情’。”方框 2

概述了环境署支持的政策制定平台如何通过其边界职能来共同产生知识。 

方框 2：包容性知识生产和建设能力：气专委和生物多样性平台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

（生物多样性平台）为各国政府和其他决策者提供与政策相关的、关于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的科学信息。它们的报告是应各国政府的要求而编写的。其议事规则使各国政府可

以核准初步范围界定报告和将在最后报告中处理的问题，并在最后核准评估的决策者摘要，从

而确保政策相关性。还邀请各国政府对草案提出审查意见。邀请包括地方社区和私营部门在内

的非政府利益攸关方参与这一进程，使其具有包容性。 

 
6 Gluckman et al. 2021. 
7 Gustafsson, K.M. and Lidskog, R., 2018. Boundary organizations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19, pp.1-11. 
8 Guston, D. 2001. Boundary Organization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6(4): 39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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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专委的评估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提供了证据。生物多样性平台的评估则有助于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报告的其他用户包括各国政府、

联合国组织、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全球金融机构、发展机构、工商界和民间社会。 

气专委的工作强调了如何将政策制定活动与科学研究工作区分开来。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问题

上，单凭证据不足以影响政治结果。科学与政策工作越来越多地反映这一动态，并力求促进在

政策制定进程中使用这种证据。其中包括一种作用，即在没有适当的政策进程来考虑这种证据

的情况下，激发关于具体问题的政治讨论。 

生物多样性平台的工作以各国政府核准的概念框架为基础，该框架确保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采取综合办法，从分析现状和趋势到社会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丧失的直接和间

接原因，以及为确保所有人享有更美好的未来而可以采取的行动。在多学科专家小组的指导

下，生物多样性平台通过具体干预措施来建设能力，以加强机构和个人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实

现更深入和更有意义的参与，并提高对其产品的采纳程度。 

  以科学推进政策的成败 

科学知识和采纳之间的差距。环境署的报告《与自然和平相处》强调，社会未

能履行其限制环境破坏的大部分承诺。必须指出，这些承诺是以关于基本科学

的普遍共识为基础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国际社会在多边协定中制定了保

护自然资产和限制有害环境变化的基于科学的目标。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

迄今为止的努力未能实现任何商定的目标。”9 显然，科学知识和政策采纳之

间存在差距，人们认识到需要新的群体建设机制和社会对改革的支持。 

科学很明确，政策采纳却并非如此。《与自然和平相处》就科学与政策衔接中

的差距提出了以下发人深省的论述： 

• 国际社会无法如期履行《巴黎协定》，即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将全球气温

升幅控制在 2℃以内，更不用说实现 1.5℃这一理想了。 

• 保护地球生命的全球目标无一充分实现，包括《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

略计划》的目标及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 国际社会不能如期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即通过恢复措施尽量减少和抵消

退化。 

• 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海岸和海洋资源的许多目标很可能无法完

全实现10。 

在某些领域，科学和政策采纳是同步的。有将科学成功转化为政策的例子。最

常引用的两个例子是臭氧层空洞的“愈合”和逐步淘汰含铅汽油（图 2 和方框

3）。其他例子包括最近通过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方框 1）和《关于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工作来减少甲烷的行动。其他更加以方案为中

心的成功案例，如携手提高能效（U4E）和联合国清洁能源早期项目资助计划

（SCAF）（方框 3），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与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以下行为体

（包括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与合作以促进行动的重要性。 

方框 3：科学转化为政策的成功事例： 

携手提高能效（https://united4efficiency.org/）  

 
9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与自然和平相处：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危

机的科学蓝图》。内罗毕。https://www.unep.org/resources/making-peace-nature。第22页。 
10 同上，第 22-23 页。 

https://united4efficiency.org/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making-peace-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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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提高能效（U4E）是环境署牵头的一项全球市场转型倡议，得到了在照明、电器和设备市

场转型方面有共同利益的全球领先电气产品制造公司和组织的支持。U4E 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经济体改用高能效电器和设备。附件 2 和 3 进一步概述了亚洲和全球南方的例子。 

联合国清洁能源早期项目资助计划（SCAF） 

SCAF 是一个由捐助方供资的公共部门项目准备基金，旨在满足发展中国家部署可再生能源资

产的早期资金需求。在最初十年里，SCAF 支持了 176 个项目的 23 个合作伙伴。这些项目预计

每年可减少 468 万吨二氧化碳，并创造 17 000 多个就业机会。 

含铅汽油的时代已经结束11（环境署，2021b） 

2021 年 7 月，当最后一批加油站最终停售含铅汽油时，含铅汽油的使用在全球宣告结束。在此

之前，环境署领导的全球清洁燃料和清洁车辆伙伴关系开展了近二十年的运动。自 1922 年以

来，使用四乙基铅作为汽油添加剂来改善发动机性能，对环境和公共健康都是一场灾难。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各地生产的几乎所有汽油都含铅。当环境署于 2002 年开始进行消除含铅

汽油的运动时，汽油中的铅是对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环境威胁之一。据估计，禁止使用含铅汽油

每年可防止 120 多万人过早死亡，提高儿童的智商，为全球经济节省 2.45 万亿美元，并降低犯

罪率。 

 
11 环境署新闻稿，2021 年 8 月 31 日。含铅汽油时代结束，消除了对人类和地球健康的一大威

胁。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press-release/era-leaded-petrol-over-eliminating-major-

threat-human-and-plan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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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流层臭氧消耗历史上的里程碑12 

 

人们广泛认为《蒙特利尔议定书》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表明当科学界、外交界和私营部门合作执行国际环境

协定时，以及当表 1 所列的多种科学与政策衔接渠道得到协调利用时，环境多边主义可以取得何等成就。我

们对臭氧层科学的了解得到了四年一度的臭氧消耗科学评估的有力支持。还必须承认，解决臭氧层消耗问题

的进程始于 1980 年代中期，此后花了许多年才得到解决。了解臭氧消耗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最近

的政府间评估发现的负反馈循环，对于《议定书》的成功（如《基加利修正》）和就这一办法达成共识至关

重要。 

 
12 环境署，2021年。《与自然和平相处：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危机的科学蓝

图》。内罗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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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败原因 

不清楚哪种政策制定参与最有效。表 1 说明，不同的科学与政策衔接机制会实

现不同的功能。然而，缺乏关于这些不同机制效果如何的资料。与大多数旨在

改善政策成果的举措一样，很难将成功和影响仅仅归功于某种科学与政策衔接

战略。在决策和社会讨论中，是将科学证据同其他因素（政治、社会、经济、

伦理等）一并考虑的。会根据具体情况对这些因素进行加权，因此科学证据可

能与其他合法利益相竞争。 

经社部联合国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确定了成功实施科学与政策衔接的一般原则13： 

• 科学与政策衔接通常是包含在广泛的国家知识生态系统中、由边界组织和

个人组成的针对具体问题的网络（例如，法定机构中包含的委员会或专家

小组）。 

• 科学与政策衔接主要针对非结构化（通常有争议）的政策问题，目标是共

同提出问题并将其结构化，并共同开发证据，为解决方案提供参考。 

• 科学与政策衔接中的边界工作应承认政策问题和所运用知识这两者的社会

建构性质。 

• 科学与政策衔接中的边界工作是一个非线性的迭代过程，可以随着政策问

题的演变而演变，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政策难以得到采纳的原因何在？缺乏迭代性和包容性？社会科学文献中有大量

关于如何衡量科学与政策衔接办法是否成功的理论。主导理论是，科学与政策

衔接机制如果可以减少科学不确定性和公众争议，并且可信、合法和切合实际，

即可视为成功。但是，即使用于处理失败的科学与政策衔接办法是可信、合法

和切合实际的，可能仍然无法成功。这表明，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可信度、合法

性和切合实际程度，可能还需要其他外部因素。从成功案例中获得的经验表明，

这些因素可以界定为“迭代性”和“包容性/代表性”。 

成功的关键要素：迭代性对话——科学、政策和利益攸关方。“迭代性”定义

为“超越简单重复的持续多方向互动，借鉴以往的做法，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

并促进所有参与者中建设性关系和知识本身的演进14”。有人认为，科学与政

策衔接机制在促进科学、政策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迭代性对话时，可能会产生

更大的影响。这表明，应该考虑的不仅是综合知识的最终公布产品，还有导致

其产生的过程和相互作用。 

迭代过程——和科学本身一样重要。任何过程都会涉及不同的观点和利益。在

广泛的行为体中间收集和商讨科学结论对政策的意义这一迭代过程，与编写的

评估文件一样也是、甚至更是科学与政策衔接所产生影响的一部分。有人认为，

 
13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1 年。公共行政专家委员会关于科学与政策衔接的战略指导说

明。2021 年 3 月。 
14 Sarkki, S., R. Tinch, J. Niemela, U. Heink, K. Waylen, J. Timaeus, J. Young, A. Watt, C. Neßho, S. 

van den Hove (2015) Adding ‘iterativity’ to the credibility, relevance, legitimacy: A novel scheme to 

highlight dynamic aspects of science–policy interfaces.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54.pp. 505–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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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会影响其“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而且“加强研究人员和

政府代表在多边协定中以迭代方式交流知识的机会，对其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15”。 

  需要更加动态和迭代性的办法来实现科学与政策衔接 

从科学到政策的过程很少是单行道，而是曲折来回的。过去人们认为科学与政

策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线性过程，其中科学信息由科学家产生，然后传递给制定

必要政策的决策者16。这种“单向”模式似乎不能很好地描述科学与政策衔接

进程如何在当今世界为环境署发挥作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将科学应

用于明确界定的情境，在其中已就如何提出一个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所需的知识

类型达成了共识，则仍可将其用作一种规范模式。 

环境署以实际行动和执行工作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与社会”迭代进程。对环境

署而言，科学往往并非应用于具体、明确的情况。一个较为现实的描述性和规

范性模型是迭代性的。在这种科学与政策衔接机制模式中，专家、非专家和政

策专业人员共同查明相关的知识差距以及填补这些差距所需的证据类型。这似

乎更准确地描述了环境署最近对科学与政策衔接采取的办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以及今后应如何考虑科学与政策衔接战略。环境管理和治理方面的经验表明，

在明确地将科学、政策和社会联系起来，并考虑到将以迭代方式影响社区和自

然系统的实际、具体行动时，科学与政策衔接最为有效。17 

科学不是在社会或政治真空中运行的。有人认为科学与政策衔接是科学与政策

之间一种并不复杂的关系，只需将知识以线性方式从专家传递给决策者，但冠

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使这种观念成为泡影。这场疫情是一种集体行

动问题的最新和最显著的表现。这是一次对科学的压力测试，使人得以对流行

的科学与政策衔接模型进行审视。COVID-19 的威胁表明，科学不是静态的，

而是受到其发展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社会和文化。18 随着科

学继续与时俱进，要将证据纳入决策，就需要科学与政策衔接模型有意允许出

现不同的观点，同时保护独立性、透明度和信任，因为存在相互竞争的科学观

点和政策方略。  

借鉴跨学科社会科学，以解决观点不同的问题。学者和从业人员都认识到，由

于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对世界的看法不同，政策过程可能复杂而矛盾。除了提供

证据之外，科学政策活动现在还力求促进利用证据来制定具体政策，同时提供

关于某些政策选择所产生影响的见解，大大提高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和

跨学科做法在解决观点不同的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必须承认和应对代表不同且往往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利益的政治行为体的作用。

科学与政策衔接方面从业人员的任务是揭示和澄清关于政策价值的争议，并探

讨可用于应对环境问题的政策选择的可行性和后果。 

 
15 Riousset P., C. Flachsland, and M. Kowarsch (2017). Global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Impact 

mechanism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77. pp. 260–267. 
16 Dunn, G., and Laing, M. 2017,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s on Credibility, Relevance and 

Legitimacy (CREL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76: 146-152. 
17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 年。《与自然和平相处：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危

机的科学蓝图》。内罗毕。 
18 Ball, P., 2021.What the COVID-19 pandemic reveals about science, policy and society. Interface 

Focus, 11(6), p.20210022.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fs.202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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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科学与政策衔接战略在应对疫情时未能考虑到不同的科学观点，这却导

致了两个积极的事态发展。第一，现在非常清楚的是，科学与政策衔接机制必

须采用能够就提出问题并将其结构化达成共识的迭代进程，以综合来自多个角

度的证据。科学与政策衔接进程必须有助于促进科学证据的交流，并将其置于

周围社会价值观的背景下。第二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是，疫情催生了大量的“从

证据到政策”的跟踪系统。这些情况对环境署的意义将在下文讨论。 

  为环境署制定新的科学与政策衔接战略：基本前提条件 

环境署未来的科学与政策衔接办法应以四个前提条件为基础，才能取得成功。

这些都是基于针对各项行动和工具进行能力建设的需要： 

• 数字化转型，实现开放、可获取和透明的数据、信息和知识； 

• 大力强调提出解决办法，而不是强调环境挑战和障碍； 

• 与多种决策者接触； 

• 包容更多样化的利益攸关方。 

  数字化转型 

双速转型：私营部门高速发展；公共部门落后。数字化转型正在使科学界内外

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想法、数据和知识共享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快。数字

化在私营部门的进展异常迅速，而公共部门和民间社会（包括一些科研人员）

将进一步落后，这是一个真正的风险。如果这一差距继续扩大，将失去大量解

决全球三大危机和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的机会。 

有效的科学与政策衔接取决于顺畅地获得最佳可得数据、信息和知识。虽然当

今世界任何地方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立即获得信息，但科学家和决策者仍然缺

乏持续和迅速获得信息的途径，从而就紧迫的全球环境挑战作出合理的决定。

根据环境署 2021 年的一份报告19，在涵盖《2030 年议程》下可持续发展环境层

面的 92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58%的指标由于缺乏数据而无法衡量。 

为地球建立开放数据基础设施和数字生态系统，还需要全球环境数据的原则、

保障措施、标准和规范。因此，需要广泛拥有和使用数据，数据持有者对各国

政府和人们都要负责。虽然开放获取是一种选择（例如，见教科文组织正在进

行的开放科学倡议20），但用户必须能够相信数据是优质的，并且用户的隐私

和知识产权会得到保护。用户将进一步希望得到保证，即处理这些数据的算法

是透明的，以防止可能用来操纵政策、市场和公众舆论的虚假环境数据得到传

播。 

环境数据大幅增加。收集环境、经济和其他数据的人和实体（公共和私营）的

数量也有了大幅增长。这体现在其使用的方法上，包括卫星和无人机、远程摄

像头和其他传感器、物联网和手机应用程序。分析这些数据的方法变得越来越

复杂，向决策者通报这种分析的手段也是如此。 

环境署拥护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的，不仅有报告的编制

和传播方式，而且有行为体联盟的组织方式、运动的开展方式以及政府间政策

 
19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 年。《衡量进展：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2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科学倡议，https://www.unesco.org/en/natural-sciences/open-science。 

https://www.unesco.org/en/natural-sciences/ope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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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平台的工作方式。环境署的《2022-2025 年中期战略》确认了这一转型的

重要性，该战略包括一个数字化转型次级方案，重点是通过应用数据、数字技

术和解决方案来加快实现和扩大环境可持续性。因此，环境署将在环境署的数

字化转型参与中明确侧重于科学与政策衔接，力求加强环境署可向会员国和利

益攸关方提供的工具。 

  提出解决方案 

向提出和评估政策解决方案迈出的决定性一步。虽然仍将期望环境署强调环境

挑战的性质，但利益攸关方越来越期望环境署更加重视提供解决方案以及通过

情况设想、预测性分析和新一代综合评估模型等方式评估解决方案的影响21,22。

科学与政策衔接要求不断平衡科学的客观性以及在政治背景下讨论问题的必要

性，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工具，在面对不完整、不确定或矛盾的信息时探索解

决难题的替代办法。 

从介绍环境状况到介绍可能的解决方案。方框 4 概述了旗舰《全球环境展望》

进程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关注问题演变为综合来自多个角度的证据，从而提

供了政策解决办法。 

方框 4：《全球环境展望》的演变：从环境状况到政策解决方案 

环境署的《全球环境展望》自 1995 年创办以来，为环境署政策制定工作的诸多方面提供了参

考。《全球环境展望》已从一份主要评估环境状况的出版物发展成为一个迭代性共同创造进

程，研究不同的政策解决办法和应对环境挑战的全球政策对策的成效。关于政策分析和评估的

最广泛工作内容公布于 2019 年 3 月的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在该出版物中，有 10 章专门

讨论制定政策成效评估的方法，然后将其应用于世界各地的 25 项案例研究。这项分析的主要

结论是，意图在环境问题发生后进行清理的政策不会很有效，而解决环境问题根源的政策通常

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由于有了这些结论，会员国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努力，以确定《全球环境展望》进程及其出版物

的今后走向。这项工作的一个关键成果是，《全球环境展望》不仅应当分析问题和可能的解决

办法，而且应当扩大其在能力建设、知识生成和向会员国提供政策支持方面的工作。认识到环

境署的科学与政策衔接必须超越对环境问题的简单分析，而扩大到提供支持服务，这是一个令

人兴奋的新发展。这将使《全球环境展望》不仅能够审查正在发生的情况，而且还能帮助会员

国开辟如何解决这些环境挑战的途径。 

  与不同决策者接触 

科学影响政策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与一系列决策者广泛接触。科学与政策衔接和

社会政治讨论会借鉴和发扬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包容性和分配性环境多边

主义。这意味着科学与政策衔接的设计应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虽然科学通过

检验多种暂时假设的严谨过程来取得进步，但有效的决策必须依靠包容性的讨

论和磋商。科学与政策衔接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不同行为体的共同创造，其中

包括科学家、政策专家、政府官员、地方社区和私营部门利益。 

 
21 Pereira et al., 2021. Advancing a toolkit of diverse futures approaches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Ecosystems and People, 17(1):191-204. 
22 Kowarsch, et al., 2017. A road map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Nature Climate Change, 

7(6), pp.37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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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更多样化的利益攸关方 

环境署致力于继续朝着开放科学的方向前进，更深入地关注通过协作网络开发

和分享的透明和可获取的知识和证据。 

超越表面文章：确保青年、妇女和土著人民有意义地参与，并确保公平代表性。

如前所述，与具有不同知识和经验的人接触，有利于科学与政策衔接以及围绕

这些衔接的社会政治讨论。 

让年轻人切实参与。当今的青年会为最紧迫的全球挑战带来创新的想法和解决

办法。需要他们的激情、创造力和指导来加强环境科学和政策，实现更健康、

更美好的未来。利用这些声音作为变革的力量，将可进行倡导、创新和施加压

力，在代际和代内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从而促进科学与政策的衔接。通过

《2030 年青年战略》和《我们的共同议程》，联合国确定了与青年有效合作和

为青年有效工作的途径，使之成为有意义参与的路线图。因此，参考上述情况，

环境署正在努力深化和加强青年的参与，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确保注重女性。女性在科学和决策中的作用历来没有得到充分重视。X 射线、

环境运动、甚至暗物质的发现都要归功于女科学家的工作，然而在大多数情况

下，她们很少得到认可。女科学家可在科学领导和促进更强、更具包容性的科

学与政策衔接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容就是给目前没有参与的群体一个

参与的机会，支持其参与更广泛的决策进程，以确保其权利和需求得到承认。

包容性办法认识到，人与人不同，需要不同的支持和资源，以确保实现其权利。

环境署必须继续解决这些性别不对称问题，并努力实现一个科学进步不受性别

偏见和成见阻碍的未来。 

科学必须包含充分的地域代表性，包括全球南方的大力参与以及土著和地方知

识的话语权，并以“开放科学”原则为基础。显然还需要通过扩大包容和加大

公共投资，加强来自全球南方和在全球南方的科学话语权。事实上，更具包容

性、更多样化的知识体系可以推动从科学到政策更成功的过渡。人们日益认识

到，土著知识和经验知识是重要的来源。科学与政策衔接必须寻找更好的方法

来共同设计研究议程。科学家应考虑到地方社区和土著人民的知识和经验，因

为他们对自然有深刻了解，并且在采取行动缓解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方

面，他们也有经验。在地球和社会经济面临紧迫挑战的背景下，要制定可持续

和创新的解决方案，就需要开展高效、透明和充满活力的科学工作，这种工作

不仅来自科学界，而且来自全社会。23 科学界最近对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反应，

表明了开放科学可以如何加快实现应对全球挑战的科学解决方案。24,25 

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人们也日益认识到私营部门在环境与发展方面的作用。

私营部门的专家从业人员等人拥有可有助于制定有效环境政策的重要知识，但

这些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利用。将企业纳入科学与政策衔接非常重要，

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具备知识，而且因为企业在应对危机时的行动往往比政府快

得多。 

 
23 Gluckman, P.D., A. Bardsley, M. Kaiser.2021. Brokerage at the science-policy interface: from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practical guidanc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8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21-00756-3. 
24 Kadakia, K.T., Beckman, A.L., Ross, J.S. and Krumholz, H.M., 2021. Leveraging open science to 

accelerate research.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4(17), p.e61. 
25 Guimón, J. and Narula, R., 2020. End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requires mor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 63(5), pp.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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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署科学与政策衔接新办法的工具 

建议采用的工具和办法。上一节强调了以下方面的重要性：走上数字化转型道

路；逐渐积极主动地确定解决方案并支持其实施；与各种决策者接触，并确保

纳入广泛的利益攸关方。基于这些前提条件，建议环境署在科学与政策衔接的

参与工作中采用以下工具和办法。同样地，人们认识到，能力建设对于成功地

采纳和应用这些工具至关重要。 

  前景扫描与战略前瞻 

所有组织的目标都是更加积极主动地面向未来。然而，有远见的组织也意识到，

这样的道路不仅仅就是充分了解趋势，以做出更好的预测。这些组织明白，通

过培养更深入的战略远见和开展“未来领域”研究，可以开发一套广泛的有用

工具，以支持前景扫描和战略规划。 

除了战略前瞻之外，环境署还将开展前景扫描。全球各地都在进行前景扫描，

用于在创新和趋势的早期发展阶段对其进行识别、评估和确定优先次序。这使

决策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情况，为变革做好准备。环境署的《2012 年前瞻报告》

是对前景扫描采取定性方法的一个例子26。前景扫描的常规办法包含四个步骤： 

• 制定舍弃“不相关信号”的筛选标准和方法； 

• 用于评估信号的优先次序标准和方法； 

• 信号评估； 

• 前景扫描结果的传播与评价。 

前景扫描与战略前瞻。前景扫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日益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的常

规过程。环境署力求在战略前瞻的基础上将前景扫描职能常规化。 

战略前瞻包括前景扫描，但更具过程驱动性质，用于帮助决策。它往往包括多

个利益攸关方，并包括对替代设想情况的考虑。前瞻过程试图进行意义检查阶

段的工作（即特定问题对于特定背景是否重要，以及是否需要应对）。如 Cuhl

（2020）27 所述，前瞻包含更多对话并着眼于长远未来，这可能会影响战略、

活动和规划。 

  追踪影响：从证据到政策的跟踪 

环境署致力于履行里约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第 88 段的承诺，并作为

全球环境领导机构发挥作用。然而，随着环境挑战日益增加，环境署需要进一

步了解其政策制定举措在何种程度上对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署跟踪其出版物所产生影响的工作主要侧重于正式评价和跟踪出版物采纳

情况统计数据。虽然持续跟踪是必要和有价值的，但环境署应扩大对其所有出

版物的影响监测。 

 
26 2016 年、2017 年、2018/9 年和 2020 年的《前沿报告》侧重于环境署关切的新出现问题，这

些有时成为了真正的问题。例如，2016 年的报告包含关于人畜共患病构成风险的一章。 
27 Cuhls, K.E., 2020.Horizon Scanning in Foresight–Why Horizon Scanning is only a part of the 

game.Futures & Foresight Science, 2(1), p.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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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危机中学习：COVID-19 相关政策制定跟踪。从证据到政策的跟踪已成为

COVID-19 相关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新开发系统的例子包括：国际政府

科学咨询网络（INGSA）科学政策跟踪工具28、伦敦大学学院 EPPI 中心制作的

国际公共政策观察站动态地图29，以及牛津大学的牛津超级跟踪工具30。 

INGSA 科学政策跟踪工具列出了许多国家与大流行病应对有关的政府政策决

定。它还旨在将这些决定与科学所产生证据的具体各点联系起来，尽管跟踪工

具的这一方面尚未完成。指出这一点本身就耐人寻味，因为这可能是由以下三

个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导致的：难以精准确定病毒学/流行病学结论与具体公共

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某个政策决定不存在科学依据；或者科学依据尚未确定，

因此证据与政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国际公共政策观察站表示，它正在“调动全球知识来研究 COVID-19 的社会影

响”，并制作了一张系统回顾关于 COVID-19 的社会科学研究证据的“动态地

图”。 

牛津超级跟踪工具是一个全球目录，包含数百个与 COVID-19 相关的政策跟踪

工具和调查项目。这个元跟踪器旨在协助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跟踪数量快速增长

的数据源。 

这些侧重疫情的政策跟踪工具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侧重自然资源的较早政策数

据库的关注，如粮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政策决策分析（FAPDA）数据库31，其

中含有世界各地 100 个国家的 10 000 多项国家政策决定和 2 000 个国家政策框

架。FAPDA 的目标是支持各国政府、发展伙伴、区域经济组织、民间社会组

织、研究人员、决策者和私营部门等利益攸关方查明政策趋势并为讨论提供参

考。粮农组织还有一个法律数据库（FAOLex），用于跟踪粮农组织的政策决

定与区域和国家法律法规发展之间的关系。 

  行为科学的应用 

科学与政策衔接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作为全球环境评估的基

础。虽然这种依赖是必要的，而且往往不可避免，但其会导致有意或无意地排

除其他研究领域，而这些领域可能会为如何应对科学揭示的挑战提供宝贵见解。

例如，改变人类行为可能是可持续性诸多要素的关键。然而，决策者没有利用

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进步来促进可持续的决定和行为，而是依靠提供信息、

制定财政激励措施或援引法律禁令。事实证明，旨在向公民提供信息和激励自

愿性可持续行为的传播战略往往效率低下。 

来自行为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最先进知识可有助于确定阻挡行为向更可持续生活

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是什么激励人们采取行为来促进可持续性？新的研究

正在探讨这个问题和类似的问题，并开始提出行为杠杆和干预战略，以加强个

人对环境问题采取行动的动机，并通过克服处理限制、利用不同的激励制度和

促进决策来增加可持续的行为。系统地应用行为科学是联合国广泛转型的一个

要素，将会提高其效力。 

 
28 Allen, K., et al (2020), Tracking global evidence-to-policy pathways in the coronavirus crisis: A 

preliminary report. INGSA 
29 https://covidandsociety.com 
30 https://supertracker.spi.ox.ac.uk 
31 https://www.fao.org/in-action/fapda/fapda-policy-database/fr/ 



UNEP/EA.SS.1/2 

18 

考虑环境管理和治理的行为方面并将其纳入主流的措施，应成为确保安全和建

设性环境的政策和行动的基础。加强行为科学能力将是环境署的一个关键领域，

将会努力扩大其在各个工作流程中的应用（和能力），这些流程包括综合评估、

预测性见解/分析和数字化工具。《绿色微行动手册》已经在 100 多所大学进行

了试点，以探索不同的默认设置和激励措施如何改变行为；这个试点项目很好，

但仍然任重而道远32。在此背景下，不妨回顾一下，环境署的《2022-2025 年中

期战略》认识到了行为科学在加强科学与政策衔接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变革潜力。 

  用于评估影响的高级衡量标准 

世界银行 2014 年进行的分析表明，只有 13%的政策报告被下载至少 250 次，

而 31%以上的政策报告从未被下载过。将近 87%的政策报告从未被引用33。 

环境署的主要报告被下载数十万次，并得到广泛的新闻媒体报道。最近，环境

署开展了为期六个月的协商进程，以审查其出版物的影响范围、采纳和使用情

况。对会员国代表的调查以及对所有工作人员和某些出版物作者的内部调查显

示，环境署出版物的影响范围和使用情况千差万别。虽然数据很难获得也并非

全部可靠，但一些旗舰出版物的下载高达数十万次，而一些技术报告只有几百

次。一份出版物的信息可能被数千家媒体报道，并传达到数百万的推特受众。

Altmetric 和 Dimensions 等引用和跟踪数据库表明，许多这类产品在其他出版物、

消息来源和政策文件中都有提及。 

影响范围和参与程度的差异很难具体说明，但一般与以下方面相互关联：为产

品给予了多少额外传播关注（更多关注会扩大影响范围）、出版物的技术或区

域特性、出版物是独立的还是带有改写或翻译内容以方便使用的补充附加产品，

以及其时事性和及时性。 

对环境署会员国的调查显示，篇幅较短和分析性较强的产品更受欢迎。关于环

境署的目标政策制定者和塑造者的会员国调查表明，所调查的许多出版物未被

全文阅读，篇幅较短、分析性较强和适应当地情况的产品更受欢迎。尽管如此，

但答复者表示，他们分享了知识产品，并提供了许多用到具体出版物的国家政

策进程的例子。出版物作者提供了证据，表明其出版物已被翻译、用于立法或

用于其他用途。环境署面临的挑战是从这种比较临时性的反馈转向更加系统化

的进程，利用其科学和知识来跟踪和了解使用情况，并改进其可用来将科学纳

入政策的途径。 

调查显示，环境署出版物的影响和采纳程度确实很高，但很难确定影响和采纳

是发生于科学与政策衔接还是其他领域，即学术界、媒体或公众。难点是超越

这些数字，深入了解实际使用情况，以及用途和用户的人口统计数据。 

参与科学与政策衔接工作的其他联合国机构已经较为细致地处理了这一问题。

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鼓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进行投入，用于

详细分析其自身知识产品的影响。开发署目前正在开发一个支持知识产品的系

统，其中包括跟踪、反馈、质量保证和评估。 

 
3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和行为研究小组（2020）。《绿色微

行动手册：40 个点亮绿色校园的微行动》。环境署和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 
33 世界银行（2014），《哪些世界银行报告被广泛阅读？》，6851 号政策研究工作文件。 



UNEP/EA.SS.1/2 

19 

  下一步行动 

为了实现更好的科学与政策衔接，环境署需要更充分地支持会员国，并大力加

强在政策中采纳科学，利用新的和现有的途径，包括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工具，

更多接触非传统知识及更广泛的科学家和利益攸关方，以及制定用于评估影响

的绩效衡量方法。 

为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环境署将使用以下工具： 

前景扫描：环境署将设立一个正式的“前景扫描”职能。目的是使环境署

具有前瞻能力，以更好地预测和应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 

从证据到政策的跟踪：环境署将与合作伙伴一同探索开发定制的环境政策

跟踪工具。这意味着采用“变革理论”或“影响价值链”办法。 

行为科学：加强行为科学能力将是参与工作的一个关键领域，将会努力支

持工作人员在环境署所有工作流程中加强应用（和能力），这些流程包括

综合评估、预测性见解/分析和数字化工具。 

知识产品的高级衡量标准：根据 2022-2025 年中期战略和工作方案，环境署

将为知识产品和更广泛的科学与政策衔接建立一套新的衡量标准和业绩指

标。 

     
 


